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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见的学生团体：Covid-19 和国际流动的体现

本文旨在讨论西方国际学生团体的隐形性以及 Covid-19 如何使,其至少部分,可见。通

常，国际学生（根据经合组织/OECD 的统计数据，全球在高等教育中的总人数超过 

500 万）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并且习惯性地被认为这种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许多

作者描述了国际学生如何在他们的“东道国”中被“异化”。然而，我会争辩说，为
了被“异化”，他们首先需要被看到。尽管国际学生为国家、社区和大学在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成为隐形团体的现象仍然存在，令人费解。
这与其他地方对国际学生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东亚和东南亚，国际学生团体
受到追捧和“挪用”（Yang，2016）。他们被广泛地描述为宝贵的人力资本，并被作

为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部分而被各国觊觎。在此简短的干预中，我将提出三个要点。
首先，我将讨论，（在西方的东道国）国际学生这一团体是如何被忽视和（错误）对
待。其次，我将此现象与学生在其他地方如何被“挪用”进行对比。第三，我将研究
国际学生自己如何看待 Covid 19 后的流动性，及对此采取的行动。最后，我将反思针

对国际学生的一些道德要求，迄今为止，这些道德要求令人无法接受而被置之不理。 

国际学生的隐形现象应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
时间里，高等教育机构变得越来越依赖对于国际学生团体。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向
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远高于国内学生。据说这些学生每年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约为 200 
亿英镑，一些国际学生被安置在精心设计和专门建造的住宿区，对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的经济和社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根据 Revington 和 August (2020) 的论述，打

个比方，国际学生对加拿大学生住房市场的金融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 自从 2011 
年以来所谓的专用学生公寓 (PBSA) 的增长有关）。由此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是社会隔离：通常，大学最终将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分开，这影响了机构内部和更广
泛的城市地区的多样性（Fincher 和 Shaw，2009 年），并加强了国际学生团体的相对

隐蔽（眼不见心不烦）。 



由于 Covid-19，之前隐形的国际学生团体以各种方式变得可见。一方面，国家对 

Covid-19 的反应令亚洲国际学生团体被当作潜在的疾病传播媒介。最初，在戴口罩成

为强制做法被西方国家接受前，亚洲学生因戴口罩而受到嘲笑。后来，这些戴口罩的
学生们被认为“已被感染”，并且传闻以及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学生大多遭受过种

族主义者的攻击：从微侵袭到言语辱骂甚至全面攻击（Mittelmeier 和 Cockayne，2020 
年）。作为对新冠 Covid 19 的直接反应，中国人这个团体第一个遭到行动限制并成为

边境执法的对象。美国总统开始使用明确的种族主义术语将新冠 Covid-19 描述为“中

国病毒”并且中国人群体被阻止跨越国界（让人想起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各种排华

法案，中国人团体也被以类似方式作为目标（例如：Anderson，1991））。隐形的概

念被广泛讨论，运用于其他移民群体（如低技能体力工人）和一般妇女，特别是年老
的女性群体。而关于国际学生团体的隐形性的讨论却少得多。

最近，在澳大利亚进行了详细讨论，探讨了国际学生对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性
（他们占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新冠 Covid 19、澳大利亚随后与中国的艰难外交/地
缘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知名度显著提高。近年来，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的可见度
变得更高，但这主要归因于媒体对于针对国际学生的暴力、种族主义袭击的报道。
Dunn 等人（2011 年）讨论了在墨尔本和悉尼对印度裔学生的多次攻击，并强调政府

“无行动”和否认种族主义是“主导性的政治反应”（第 72 页）。  因此，他们议

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继续反驳被作为针对对象的国际学生自身的经历。对比一下
新加坡等国对国际学生的描述：优势、财富和种族致富的源泉。例如，新加坡政府对
来自中国的学生一直持有欢迎的态度，即使广大民众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团体有更矛盾
的反应（见 Yang，2019，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新加坡华裔与中国大陆移民之间的对立

关系）。作为其“外国人才”项目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特别青睐中国学生团体，颁
发了政府奖学金给许多人，使他们能够在新加坡接受全额资助的高等教育。新加坡已
宣布计划从 2020 年 11 月起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开放边境（channelnewasia.com，2020 
年），但先决条件为在抵达机场时新冠 Covid 测试为阴性。  

在对他们自己的教育做决策时，国际学生有发言权，可以“用脚投票”。早期迹象表
明，学生在选择海外学习目的地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安全，偏爱那些宣称“控制”了
新冠大流行的国家（Xiong 等，2020）。他们还可能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以便在面对

未来的全球性流行病或其他全球性事件时更容易、受更少的苦返回自己的国家。  最
近，Xiong、Mok、Ke 和 Cheung（2020 年）对中国和香港的潜在国际学生进行了一项

调查并发现，超过 80% 的人声称他们不再想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出国。对于那些认为

仍然可以去其他国家接受教育的人而言，他们提到的目的地为日本、香港和台湾等
（在撰写本文时，台湾在 200 天内没有记录过一次新冠 Covid 19 感染）。在过去十年

来，国际学生流动的全球地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生流动的区域模式在亚洲范围内要



明显得多。通常，条件比较差的学生更容易到附近的国家去接受国际教育；前往美国
或英国的旅费及除支付其他费用外的高昂学费也让大多数年轻人无法到这些国家学习。
因此，这些区域地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际学生流动的民主化或大众化。 

最后，关于国际学生群体（不）可见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他们的道德待遇。围绕国
际学生流动伦理的更广泛问题仍然存在。国际学生如何被视为“低于”：他们如何在
课堂上经常被忽略或忽视，或者被认为智力低下和能力较差，他们如何经常在学生委
员会没有自己的代表，或者他们难以渗透到“东道国”社区的朋友圈子里，以及他们
的被“看到”仅与他们团体的货币化有关。“摇钱树”的比喻继续显得尤为紧迫。十
多年前，Clare Madge 及其同事（2009 年）呼吁我们（在西方的东道主办机构内）借鉴

bell hooks (1994) 对越轨教学的深刻干预，参与和国际学生相关的“参与式教学法”。

Browne (2005) 已经在与地理教学中对这些建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考虑创建女权主义

课堂的可能性，包括个别并创造更具协作性的学习体验。我个人认为，国际学生继续
被排除在这种协作学习之外，并且他们不仅被排斥而且还被迫“顺从”。也许在新冠
Covid 后的网络空间也可以是一个更加女权主义的空间，在那里国际学生团体不但得到

认可还因其人性而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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